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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社会保障史起步阶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和现代分离 、理论方

法依附于西方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争也迅速蔓延到这一

年轻的研究领域中来 。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的深化和健康发展需要经历很大的视野调整 ,既

不能以西方为中心 ,又不能停留于对中国特色的单向强调 ,而要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融入到世

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 ,依“普遍历史”的眼光 ,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对中西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思

考 ,并通过历史实证研究 ,揭示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特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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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 ,梁任公在论及受西学影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时 ,强调要处理好“学识”与“事实”的关系 ,

他说:

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 ,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 ,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 ,以外国人著中国史 ,

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 1]
(《东籍月旦》)。

在中西会通的背景下 ,要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 ,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温

和深入领会梁任公的话。

一 、中国社会保障史的迷失:现行社会保障史追溯方式解析

在中国 ,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史都是极其年轻的研究领域。在起步阶段的研究中 ,学者们以西方社

会保障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为依托进行拓荒工作 ,目前已建构起有关社会保障的系统知识:一些社会学 、

经济学 、法学的基本理论(如社会契约论 、社会正义论 、福利经济学理论 、凯恩斯理论 、费边社会主义理

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被认定为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人们也开始追溯社会保障的历史 ,并形成一定的

共识 。按照较流行的观点 ,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全球性的普遍制度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即 1601

年英国旧《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 、1883 —1889年德国三项社会保险法案的颁布标

志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 、1935年美国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法案《社会保障法案》的颁布以及二战后

英国重建计划《贝弗里奇报告》的颁布分别为社会保障制度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此后 ,以 20世纪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界 ,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改革与调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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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代表了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 ,它隐含着一个重要的

前提 ,即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工业社会衍生的硕果之一 ,社会保障的历史就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历

史。这样的结论正好适应了西方国家历史演变的特点 。在西方前工业社会中 ,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救灾

济贫等事务一直是教会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责任范围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使传统的家

庭保障功能和非正式的保障机制难以应对 ,劳资关系紧张 、工人运动高涨和欧洲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运

动 ,都迫使政府以立法等更直接的责任方式介入社会保障事务。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使得政府的

责任不断加强 ,战后当政的左翼政党将建设福利国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 ,最终使“从社会福

利着眼”和“普遍福利政策”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原则 。这套解释体系的内在逻辑亦非常严谨 ,即:英国

旧《济贫法》颁布的时代正是工业文明萌动的“原始工业化”时代 ,旧《济贫法》的颁布首开政府立法救助

的先河。而 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的颁布又确立了获得社会救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及政府应尽义务

的社会保障理念 。所以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于工业文明兴起的英国不足为奇 ,且有一定的必然性。

19世纪末德国的“疾病” 、“工伤”和“养老”三项社会保险立法构建出世界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险

体系 ,而社会保险制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 ,因而它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

点。美国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的颁布是“社会保障”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 ,它不仅创造了让美国从

大萧条中复苏的奇迹 ,而且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模式 。1946年面世的《贝弗里

奇报告》更是影响深远 ,它不仅开创了西方福利国家型的社会保障模式 ,而且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普遍

化 、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地被誉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史上的“里程碑”或“分水岭” 。

总之 ,基于西方历史事实的社会保障史研究成果已十分清晰地理清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历

史过程 ,审视其包含的内在逻辑亦明白无误 、无可挑剔 。这样的演进过程经中国学者的整理 、翻译或阐

释 ,成为中国人所了解到和以为然的基本社会保障史知识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的实践基本未纳入西方

学者的视野 ,有关中国社会保障史的追溯主要由中国学者完成。在当前的社会保障研究热潮中 ,中国社

会保障史知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经济学 、社会学 、管理学等院系社会保

障专业的开设和对中国历史上社会保障思想 、实践的关注;二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实际工作部

门 、机构的设立 ,以及这些机构 、部门为实际工作需要而对历史时期社会保障思想和实践的追溯;三是历

史学领域社会史热潮的兴起 ,中国传统社会的救荒 、慈善事业 、民间互助等方面的内容日益受到重视 ,一

些学者开始以“社会保障”为视角来关照这些问题 。与西方社会保障史的层次清晰和逻辑严明相比 ,中

国的社会保障史追溯显得有点混乱 ,尚未形成公认的社会保障史知识体系 。综观现有的中国社会保障

史追溯方式大致有三种情况:

为数众多的论著(主要包括各种版本的高校社会保障学教材和立足各自学科或工作实际进行探讨

的论著 ,这些论著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 ,无需追述古代社会保障的内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

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论述的起点 ,又将 1949年至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两个阶段 ,即改革开放以前的

社会保障制度称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称为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 。因研究对象所限 ,这些论著对民国 、晚清

和古代社会保障问题多略而不论 ,有时对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实践作简要追溯。

为数不多的论著(例如郑功成教授自 1994年以来有关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的著作)虽以现实的社会

保障问题为研究对象 ,但也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和实践给予了非常难得的关注和重视 ,并承认历

代统治者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值得借鉴的内容 。不过这些论著都坚持认为 ,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只

是一种结构单一 、水平极端低下 、未能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措施” 。

为数更少的论著以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史作为研究对象 ,这些论著的作者多为历史学出身 ,在史料的

搜集 、鉴别和实证史学方法的运用上更成熟 ,其立论建立在更严密的考据和实证的基础上 ,但这些论著

多为立足于一定时段的断代研究 ,对社会保障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有所忽视 ,在论述古代社会保障

问题时 ,对社会保障的概念 、适用性及传统与现代社会保障的区分等问题未作认真的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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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成果所包含的对中国社会保障史的追溯在学科领域 、研究对象 、主旨等方面都有特定的背景 ,

也各有其存在的合理逻辑 。因此 ,若从单一的成果来审视 ,它们的学术价值 、合理性都是十分明显 、不容

置疑的。但是将这些成果汇总在一起却难以获得中国社会保障史的总体认识 ,更难还原一个如西方那

样结构严谨 、层次分明的中国社会保障的演进历程 。迄今为止 ,中国社会保障史的总体状态仍是一片混

沌的“过去时态” 。这种含混的认识与西方社会保障史知识叠加在一起 ,使得中国人对社会保障史的整

体认知忽明忽暗 、变动不居。

如果从根子上为中国保障史研究现状的扑朔迷离和错综复杂寻找原因 ,就不得不归咎于当下中 、西

社会保障学的不对等地位 。目前 ,社会保障研究中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基本移植于西方 ,正是凭着这些

移植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迅速崛起为一门“显学” 。但这种移植也在事实上造就了中

国社会保障学对西方的依附地位 ,从而在社会保障的研究理路和认知方式上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倾

向。年轻的中国社会保障学如此依赖于西方社会保障学这棵大树 ,以至“西方中心倾向”基本成为目前

社会保障研究中的思维定式 ,在对曾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的解读中也不例外。上述对

中国社会保障史的种种追溯方式基本都是“西方中心倾向”的思维定式直接作用 、间接影响或无形束缚

的结果。在这种思维定式的作用下 ,社会保障已不是一个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所容纳的普遍性范

畴 ,西方社会保障模式占据了先入为主的正统地位 ,发达国家以人权观念为基础 ,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

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仿效和追求的楷模 。也正因为如此 ,人们无须在 1601年以前的非西

方社会中去找寻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 ,因为 ,此时正统性的 、作为楷模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萌芽 ,其它国

家何来社会保障制度 ?纵然有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和实践 ,自然也是偶然的 、水平低下的和非制度化

的;即使用充足的史料证实了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存在 ,仍然小心翼翼地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
[ 2]

(第 1 页)这样的表述来表明与现有解释体系“井水不犯河水”的立场。总之 ,现行社会保障史追溯方式下

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史研究基本处于一种中西分离 、古代与现代脱节的状况 。中国和西方 ,中国传统与中

国现代各有一套社会保障史的追溯方式和解释体系 ,社会保障史还没有形成一个突破时空束缚的普遍

性范畴 。归根结底 ,西方中心倾向就是所有混乱的总设计师 ,本土化因此成为众望所归的学科建设目

标。

二 、中国社会保障史本土化的前提

在涉及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领域 ,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其实由来已久。自上个世纪之交“西学东

渐” 、中国社会科学走上学科化道路以来 ,就不断有人反思东西文化的差异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 ,并

将这种特殊性的探讨扩展到学科的理论 、规则和方法上面。以社会学为例 , 20世纪 30年代 ,一批学者

不满于中国社会学研究多借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事实的状况 ,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 , 80年代

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后 ,又时常伴随着西方化和中国化之争。直到现在 ,中国社会学界仍处于“大部

分社会学知识(包括概念 、理论和方法)都源自西方…… ,人们无法断定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知识与中国和

其它非西方社会相关或可用”的状况之中
[ 3]
(第 8页)。中国社会保障研究的现状颇类似于上世纪初社会

学传入中国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百年建设的历程迫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

目标提出了一个世纪 ,国人至今从事的依然是西学主导的社会学研究? 它给眼下中国社会保障和社会

保障史的研究以什么样的启示 ?易言之 ,要改变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中的诸种不尽如人意之处 ,又不使

这一刚起步的年轻研究领域深陷新一轮的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 ,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本土化之路 ?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建设有一项很重要的成就 ,即日益突破以西学为准则的立

场 ,由立足于西方看中国 ,逐步转向立足于中国看中国 ,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

这无疑是中国学术发展很有意义的一步 ,因为科学的精髓就存在于特殊性当中 ,对只是“一趟过”的历史

现象的研究尤其如此 。但是当我们把某些因素加以突出和强调而忽视另外一些因素的时候 ,我们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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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变得孤立 ,有陷入“未加充分反思的本土主义诉求”
[ 4]
(第 20 页)的危险 。事实上 ,在人类的认知

中 ,特殊性 、地方性 、民族性这样的范畴是和一般性 、普遍性 、世界性这样的范畴相伴而生 、相互依存的。

巴勒克拉夫早已指出:“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 ,而且还必须在其它方面付出

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 ,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5](第

42 页)。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探讨或者说以探讨中国社会特殊性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

本土化建设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即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上来观察世界 ,既不能以西方为中心 ,也不能以

自我为中心。中国社会学等学科的本土化建设之所以难以达到人们理想中的效果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

缘于这些学科的本土化建设将着力点过分集中于东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和发现中国社会自身特性这一

面 ,而对普遍性知识之类的问题重视不够。

在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化道路上 ,“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和“我们

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 6](2002-07-17)的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其中一个绕不开的岔路口即“西

学东渐” ,中国各学科的建设正是在西学既有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体系中进行的 。人们在用这些概念 、理

论 、方法体系进行学科建构时默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这一知识体系是没有地域 、民族界限的普遍性的

知识。然而 ,正是这样的默认使人们跌入了一个陷阱 ,因为人们所默认的不是学理意义上的普遍性知

识 ,而是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经验所得出的“地方性知识” 。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部分来自西方学者的

“先觉”与自负 ,部分来自中国学者学习先进文化的急切心理 ,这两部分的合力导致了中国研究中以西方

知识作为普遍知识的时代局限性 ,它成为中国研究中“西方中心观”的一个重要源头 。当人们从这种状

况中“觉醒”之后 ,便自然产生了对普遍性知识的反感情绪 ,人们在冲破西方中心观的过程中 ,也常常将

矛头指向普遍知识的建构 ,把它视为导致西方中心观的祸首 。殊不知 ,导致中国学术研究种种失误和混

乱的根源是将西方知识视为普遍性知识 ,而非普遍性知识本身。学理上的普遍知识并不因人们的误解

而消失 ,它依然是等待我们接近的一种存在 ,诚如论者所言:“科学是超越国家 、民族 、地域和文化的 。作

为科学的社会学也只能有一个 ,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 、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观

点和不同的思潮 ,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 ,可以有对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的研究 ,但属于这个

学科的基本逻辑和规则是相同的”[ 7](第 54 页)。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建设过程中 ,普遍性的探求依然

是重要的 ,当前各学科本土化建设成果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昭示了这一探求的迫切性 。

以冷静客观的历史态度来审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史研究借助西方社

会保障理论和方法而兴起 、繁盛的过程 ,与上世纪初的社会学和其他人文 、社会科学一样 ,实际上只完成

了借用外部知识来认识中国社会 ,并以此为基础对自身知识“重新创作”的过程。由于这些知识不是从

“实际社会”和“社会事实”中归纳和提炼出来 ,用它们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 ,难免会有“扞

格不通之处” 。在社会保障史的本土化建设过程中 ,这些从非本土的社会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知识和

源自于本土社会的自身知识势必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 ,要顺利实现这样的磨合 ,必须求助于知识

的普遍性特点 ,通过对话和交流 ,把不同地域 、历史 、文化背景的知识和不同来源的问题重新组合 ,统一

考虑 ,形成新的更具解释能力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脱胎于源头各异的特殊性 ,但它已经上升为新的普遍

性知识。无疑 ,形成这样的新的普遍性知识需要很大的视野调整 ,但它正是我们构建本土化的社会保障

学和社会保障史所需要的视野 。

然而 ,回顾 20世纪的中国史学 ,从来就不缺少“普遍历史”的书写 ,从梁启超“新史学”所本源的“大

写历史” 、胡适所主张的“世界历史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主义”到解放后“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 , “普遍

历史”的书写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书写方式。这些历史书写先天的“直线性” 、“目的论”缺陷正成为人们

批评的对象。看起来 ,在这样的时候提出“普遍历史”观念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其实 ,全局的视野本身并

没有错 ,招致批评的根源依然是误将地方性知识当作普遍知识 ,只要我们不再以“目的论”的眼光去看待

历史 ,不再把世界历史归纳为同样的轨迹而将多样性的文化纳入一个简单的模式里 ,这种眼光依然是必

需的 。事实上 ,从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看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冲击“欧美中心论”的强大潮流中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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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样的中心观转换外 , “全球史” 、“整体历史”的书写也是一股重要的浪潮 。伏尔泰

等开创的“从全球观察世界”的编史传统为一批当代史家继承和发展 ,他们正设法摆脱站在世界一隅(如

西欧)写历史的偏见 ,努力获得“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的整

体感 ,并重点研究“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 ,据此形成全球的通史[ 8](第 5 页)。从这种

意义上说 ,我们并不是“普遍历史”过多 ,而正是它的缺失 。我们理当克服“一朝被蛇咬”的恐惧心理 ,勇

敢地面对 、思考和建构新的普遍性知识 。

三 、中国社会保障史的本土化构建:设想与展望

经历了将“特殊汇入普遍”的视野转换和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保障史的本土化便成为依据新的视野

和理念重新构建的具体操作问题。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保障史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成

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二是将东 、西方社会保障实践放在同一时间维度中进行考察 ,用“普遍历史”

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保障史;三是深入“本土” ,探求中国社会保障史的特殊性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最直观的成果是在中国研究领域一下子增添了一大批

炫目的新鲜词汇和概念 ,这些概念方便和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学术表达 ,也在一定范围内显示了极强的解

释力 。但是 ,这些词汇和概念常常因含义不明而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更为重要的是 ,当人们试图用它们

来涵盖多样性的中国社会时 ,往往出现“罩不住”的尴尬。尽管如此 ,我们很难回避这些舶来的概念 ,因

为它们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 ,有些概念已成为某一学科的基本的 、核心的概念 。如同政治学中的“国

家” 、“国民” 、“政府”和社会学中的“社会” ,经过一个世纪的磨合 ,它们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有

机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人们很自然地用这些深入人心的概念去解读中国历史时 ,实在难以在

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追问它们的确切含义 。我们不可能在西方学科的基本概念之外再创一套概

念和规则体系。且不论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中去发明一套新的概念的“成本” ,即使我们不

计成本地发明了这样一套足以与现存概念相抗衡的概念体系 ,最终也会落入单向性和二元比较的框架

之中 。因此 ,最明智的态度不是拒绝和废弃这些概念 ,而是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这些概念 ,开辟更具普

遍性的概念体系 。其中 ,尤为紧要的是对那些基本的 、核心的概念(如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等)要作

这样的审视。其实 ,撇开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这样一些人为的心理束缚 ,以更开阔的视域 、从更久远

的时空维度来重新审视 ,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仍有足够的阐释空间和途径。例如 ,从基本的人性出发 ,

将社会保障视为人类“利他”本性的外在化和社会化;从人类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实践出发来认识社会保

障 ,将社会保障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一种阐释 、解读和实践方式;从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角度认识社

会保障 ,将社会保障机制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协调 、稳定机制等等
[ 9]
(第 86页)。以这样的思想认识和

方法原则为基础形成的概念体系才是中国社会保障史本土化建设所需要的概念体系 。

当我们已经能用“普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保障”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时 ,还要把中国 、西方及其它文化中的社会保障实践放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去观察和理解 ,以认识社会保

障史的共同特点和演变规律 ,形成整体的 、普遍的中国社会保障史知识 。这样的社会保障史知识是“中

国的” ,同时也是“世界的” 。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 ,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总体史也是不存在的 ,历

史学只能是揭示特殊性的“零碎工程学” 。而一些后现代史学家则“否定任何一种用普遍接受的方法论

形式作出的历史解释和历史描述”
[ 10]

(第 227 页)。如果这样的话 ,历史学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梁

启超在晚年时已经表示了这种忧虑 ,他说“把许多`不共相' 堆叠起来 ,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

问?”[ 11](第 439 页)。王国斌 、彭慕兰等当代一些颇有成就的海外中国史研究者也认为“全盘放弃文化间

的交互比较 ,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性 、特殊性以及或许是不可知性———使其甚至无法触

及到历史(及当代生活)中的很多最为重要的问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因此 ,如果我们不愿陷入历史虚

无主义 ,就要承认普遍性的存在 ,它包含在特殊性当中 。中国和其他文明社会保障史的特殊性并非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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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偶然和杂乱 ,我们可以从众多的特殊性当中“汇总”出“普遍的历史” 。

相对于精细的实证研究而言 ,探求普遍 、整体的社会保障史的难度在于从杂乱的个别性当中发现历

史进程中一般性和共同性 。不过 ,在中西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宝库中 ,我们很容易找到这种资源 。西方历

史哲学的先驱维科说:既然我们这个“民族世界”是由人类创造的 ,就会存在一些制度(如宗教 、婚姻 、丧

葬),它们是全人类“都一致赞同的 ,而且向来就是一致赞同的” ,这些制度“就会向我们提供一些普遍永

恒的原则”[ 12](第 50 页)。20世纪 60年代 ,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系统比较了近 6 000年来诸种文明

形态的起源和演变 ,阐发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体系———“文化形态理论” ,被人评价为“真正发现了历史

规律的唯一理论”和“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综合研究领域里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 10]

(第 97 页)。对于我们

今天构建普遍的社会保障史而言 ,这些理论在“普遍解释力”方面可能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这种整体的

视野却不会过时 ,只要不丢弃这样的视野 ,就终究会获得“普遍历史”认识能力和方法论上的突破。例

如 ,近十年来 ,欧洲 、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不谋而合地试图发展一种“互构知识”(reciprocal

know ledge)的知识论 ,这种知识论“以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知识生产为目标” ,使人类知识进入了对话性

的结构 , “在对话中的知识运动 ,不再是文化的比较 ,而是对来自不同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的提问所进行

的问题体系的重新设置 ,就是把不同来源的问题都考虑在内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问题体系” ,从而开辟了

变“地方性”为“普遍性”的一条可行路径 ,循着这条路径 ,原来那种“单面的普遍主义”被改造为多面的

“互构的普遍主义”(recipro cal universalism),从而使得由不同文化 、不同传统和不同世界所提出的各种

问题都能被解释 。互构知识论因此而被称为“在策略上最优的交往/对话理论”[ 13](第 139 页)。对中国及

非西方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建设而言 , “互构知识”的策略和理论较好地解决了弱势文化问题 ,不失为一

种可资借鉴的策略和理论 。在“普遍历史”的视野下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能兼顾知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的类似理论涌现出来 。

事实上 ,在包括中国社会保障史在内的中国史研究中 ,站在人类普遍立场 、具备世界性视野的学术

探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例如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长期积累中 ,检讨了几代日

本史学家研究中国的视角和思路 ,继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 ,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的

学术视野和方法论 ,把中国作为理解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以中国为方法 ,以世界为

目的”[ 14](第 1页)。美国学者王国斌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的基础上开创了“空间与时间的

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 ,“在空间方面 ,不仅从欧洲的立场看中国 ,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而在时间方

面 ,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 ,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点看后来”
[ 15]

(第 5 页)。德国学者贡德·弗兰

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等都在“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尽量

进行较好地比较来对抗带有偏差的比较”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学者秦晖则展开了中西公益事

业史比较研究 ,第一次将中西公益事业的历史长河放在对等的平台上进行观察 、对比 ,对“公益事业发展

史的西方模式”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作了回顾和检讨[ 16]
(第 1 页)。诚然 ,在对“特殊性”的精

细实证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前 ,这种普遍的社会保障史知识可能难有定论 ,但这种视野却是必不可少

的。一旦我们经历了视野的调整 ,具备了普遍历史的视野 ,并不懈地努力下去 ,普遍社会保障史的构建

就不是不可能的 。

在“普遍历史”中探寻特殊性是中国社会保障史本土化重建的核心内容。依“普遍历史”的眼光 ,将

中西社会保障放在同一时间维度中进行思考 ,更容易发现中国社会保障道路的特殊之处 。例如 ,社会保

障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对老 、弱 、病 、残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及失业 、贫困等社会现象的缓解 ,是不同

时代 、不同文明都要面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式即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阶

段社会保障的特点。以社会保障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为例 ,一般认为 ,政府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政府介入

的程度 、方式是社会保障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分水岭。不难发现 ,在中西漫长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政府

较早介入各项社会保障事务的记载 ,但中西社会保障却显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轨迹:中国是一个有着

“大政府”传统的国度 ,很早就强调了政府对社会弱者的责任 。在早期儒家传统中就已经有了“政府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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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的主要 、甚至是唯一提供者的想法”
[ 17]

(第 32 页)。历代统治者都自觉地将救助社会弱者作为

自己应有的责任 ,中国传统时代的国家体现为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方式 ,国家和政府视其臣民为“子

民” ,老百姓视政府官员为“父母” , “父母”对“子民”的生产 、生活等各个方面全盘负责是十分自然的事

情。这样的观念和国家结构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不曾有过或不明显。再如 ,在古代中国的高层权力结

构上 ,作为国家和政府代表的皇权在秦至明清的中国一直是至高无上的 ,在理念和实践层面 ,均没有一

个超乎其外的在国家事务中发生作用的力量 ,对皇权的抗衡通常只是服从前提下一种牵制或对抗 。中

国古代官方所举行的社会保障活动通常以国家制度和政策等形式固定下来的 ,形成比较完备的被长期

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周礼》中即有“保息六政”和“荒政十二策”的记载 ,秦以来历代中央集权政府所

实施的完备的荒政政策 、汉以来积谷备荒的各项仓储制度 、唐宋以降的居养制度等都是有据可考的信

史。到了明清时期 ,各项制度和政策日臻完善 ,这些政策和制度基本包括了社会救助层次的社会保障的

主要内容 ,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 ,也算得上是比较完备的 。而在西方历史上的高层权力结构中 ,世

俗王权之外尚有教权 ,教会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凌驾于王权之上 ,尤其是与社会救助相关的事

务 ,一直是教会的责任领域。如法国从中世纪起一直由教会举办慈善事业 ,救济贫民 。至 18世纪末 ,教

会慈善机构仍是唯一的救济机构 ,直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 1793年《宪法》才正式确立了政府解除贫

困的责任;瑞典的互助事业也源于中世纪的行会 ,以后又演变为慈善会 ,专办慈善救济事业 ,直到 19世

纪 80年代之后 ,新出现的行业工会才承担起工人疾病补助和失业救济的责任[ 18]
(第 88 页)。西方中世

纪以“基督之爱”为号召 、个人赎罪 、教会组织施舍弱者为主要形式的慈善 ,曾经达到相对当时经济资源

总量而言可称得上很大的规模(例如英国教会慈善基金总额达全国公共财富的 40%),这种现象“不仅

古罗马没有 ,现代发达国家也没有 ,我国古代更是闻所未闻”[ 16](第 128 页)。与此相应 ,中国传统时代政

府对社会保障事务的介入基本上是受法律约束的 ,特别是到了传统晚期 ,官方在社会保障领域的主要活

动基本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 。《大明律》 、《大清律》及相关的《事例》 、《则例》等都对有关社会保障事务

的原则 、标准 、办事程序 、违规惩处办法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而西方国家在《伊丽莎白济贫法》之前 ,政府

对社会保障事务的介入基本上是随机的 、临时的。

围绕着这些区别和特殊性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 ,中国传统时代国家和政府

较早介入 ,形成了制度化的社会保障 ,到了明清时期 ,从传统意义上讲 ,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已趋向完善。

然而 ,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为何没有向现代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 ,而西方国家自 1601年英国伊丽莎

白女王《济贫法》开始却逐步演绎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这样一步步地追问和深入下去 ,一部本土化社

会保障史的轮廓便渐渐清晰起来。

不过 ,对特殊性的探索绝非泛泛而论 ,更不能以现有的一般性认识代替特殊性 ,这一点尤为重要。

那些浅表的 、似是而非的特殊性往往易于为人们所认识 ,而深层的 、真实的特殊性则要经历一个艰难困

苦的发现过程。正因为如此 ,中国社会保障史的本土化建构过程也正是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大行其道的

过程 。史学研究一刻也不能丢弃历史的实证的方法 ,其中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一切以事实和史料为依

据 ,将所有的结论建立在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 ,以历史的实证为基础的专题性研究 、断代史的研

究 、区域史的研究 、个案的研究等都是基本的 、必需的。同时 ,这些研究也不是零散的 、琐碎的 ,而是统一

于社会保障这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中 。如同施坚雅在他的著名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要“把微观考证和宏

观透视结合在一起” ,“把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 , “把各个分离的事件与持久性活动的相应

结构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19](第 3 页),才会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保障史 。

无疑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非一日甚至一代人之功 ,但它也是一个可以预期和展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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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histo ry o f social securi ty leeches on to we ste rn researche s

now , so the problem of “westernizat ion and indigenization” in the studies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spreads rapidly into the new and developing research field , and turns into a ex t rusive problem .In

order to set up significative native histo ries o f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 a g reat rectif ication of visual

field is needed .First o f all , we should melt the part 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 ry int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w orld histo ry , and gain “ reciprocal know ledge” of the histories of so cial securi ty .Nex t ,

depending on the vision of “universal histo ry” , place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al securi ty in the same

time dimensionality and open out the special w ay o f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through

demonst rat ion researches.

Key words:Western theo ries in China;Chinese histo rie s o f social security;indigen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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